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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学史写作类型之一的文学批评 ／理论
史写作，既受制于写作者身处时代中主导的学术
思潮与风尚，也受制于本身的史识、视野与趣味，
以及编纂者在凝思历史时被激发的情怀。 现代文
学批评史的写作，始于“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
以及“重写文学史”的思潮。 至今已有若干有影响
的著述， 如温儒敏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教程》
（再版时改为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 刘锋杰
《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
批评史》及《新编》，还有旷新年《中国 20 世纪文
艺学学术史》（第二部之下卷）、余虹《革命·审美·
解构》等。 本文不是要对所有此类著述一一评点，
而是想考察：在后“文革”时代，已经名声不再的
正统文学史观蕴涵的总体性叙述是否还可能？ 如
若可能，它作出了怎样的变通以适应“新时期”的
知识—精神氛围？ 在“新时期”之后，那种带有总
体性的历史叙述意识是否还在？ 如果还存在，它
又以什么形式存在于编纂者的编撰活动之中？ 它
隐含的历史意涵是什么？

一、正统文学史观的尾声

王永生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三
卷本）（以下简称《理论批评史》）于上世纪 80 年
代开始出版，这是现代文学批评史写作的开始。 ［1］

然而，这部得到王瑶、李何林等前辈学者肯定的
著作，可以说是正统的新民主主义叙事框架的延
续。 和唐弢本的现代文学史一样，作者首先肯定
现代文学批评史的新民主主义性质，而第一次文
代会的召开，则是“我国新民主主义文艺运动的
终结，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的开始。 ”［2］作者将现代

文学这一文学时间看成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在中国实现的过程，而作者自述编写此书的目的
在于建设“有本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
系”。 ［3］这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表述，因为作者在
一开始就把现代文学批评史定性为马列主义在

中国从萌芽到和中国革命结合，最后完成了有中
国特色的马克思文艺思想。 然而，到了作者所在
的时空，又要重新建设有本国特色的马克思文学

摘 要：现代文学批评史写作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这是正统文学史观自身的修复期和瓦解期。王永生主
编的现代文学批评史表现出这样的基本特征，一方面要维护正统文学史观蕴含的历史总体性，另一方面试图

修复它的学科性。作为新一代的学人，温儒敏悬置现代文学批评史的总体判断，而刘锋杰则坚持八十年代的启

蒙主义和审美主义，他重申现代文学的未完成性，这是对总体性问题的重置。 到了新世纪，在“复数现代性”的

语境中，旷新年和余虹按照不同的路径重述现代文学理论史，旷以新左派的理论来激活左翼文学理论的反抗

活力，而余虹则试图在新的知识条件下拯救出文学对历史发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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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性坍塌之后
———论现代文学批评史写作模式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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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体系。 一个已经实现的体系和一个有待完成
的体系之间究竟是怎么样的关系？ 如果一个体系
已经建成，为何又还要重新建设？ 在笔者看来，这
是一个试图坚持正统的文学史观与叙述模式的

写作者在“新时期”面临的尴尬。
和 20 世纪 50 年代末“插红旗，拔白旗”运动

中由革命学生编写的各种现代文学史相比，《理
论批评史》的编纂者们已经从严厉的阶级斗争思
维后退。 作者将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论争区别对
待：左翼文学与沈从文、施蛰存等的论争看成是
“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而左翼文学内部的论争
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路线与 “反革命修正主义路
线”之间的斗争，而是“我们”内部的意见冲突。 但
是，胡适、陈源、梁实秋还是被当作敌我矛盾来处
理，比如梁实秋，就被当作是配合国民党对革命
文化围剿的需要，因此，作者认为左翼阵营对梁
实秋的批判是“当时‘围剿’与‘反围剿’的重要战
役之一”。 ［4］在作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区分

之后，作者便在学科性质的名义之下，才对批评
家在文学本体层次上加以肯定。 但是，这种有条
件的客观性叙述，总是要被历史总体性判断所侵
扰。 黄修己对《理论批评史》中局部的学科客观性
表示赞赏，认为它“毕竟是 80 年代的作品，总会
有其新意”。 例如，黄修己认为编纂者“给陈独秀、
胡适、周作人各立一节，细述他们的文学观”。 “恢
复了‘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文艺思想家的面目”。 ［5］

但是黄修己没说的是，作者在介绍了他们的观点
后，马上就要对他们的观点进行“实事求是”的评
价，例如，将胡适的功绩仅仅定位于提倡白话文
学，“五四”之后“背叛反封建统一战线，倒向帝国
主义、封建军阀势力的发动营垒”。 “堕落成新文
学运动的敌人。 ”这种评价，并不是作者作为保护
色的一种写作策略，而是作者所依傍的构建历史
叙事的总体性模式所致，既然现代文学批评史的
本质是马列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实现过程，在
这种历史一元论叙事中，胡适、梁实秋等必然要
被树立到对立面，并且成为被必然性淘汰、消灭
的力量之代表。
这些细节的处理，可以看作是正统的文学史

书写模式在新时期面临的尴尬，而作为专门史的
文学批评史写作来看，王氏又打开了现代文学史

写作的另一个领域。 在这个意义上，王氏的批评
史写作既是一种开端，也是一种终结。 该书上册
初版于 1986 年，即使站在 1986 年来看，该书也
是拨“乱”有余，返“正”则不足。 许志英等在 1980
年代初为了返还历史原貌而撰文试图恢复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性质。 新一代的学人也提
出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主题是 “改造民族的灵
魂”。 ［6］王氏为了坚持新文化运动是马克思主义领

导的，不惜从《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找出片言只
语来证明毛泽东提出了“新文学”建设的重大问
题， 只为证明五四新文学理论的马列主义性质，
这只能说是为了维护正统史学观而腾挪跌宕了。
在新民主主义的这样的历史主义叙事框架中，无
论怎么腾挪，终究无法返本（返回文学史）开新
（建设有本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

二、总体判断的悬置与重述

温儒敏的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教程》（以下
称《教程》）出版于 1993年，刘锋杰的《中国现代六
大批评家》出版于 1995年。 这两部以个案体例编
撰的现代文学批评史，是“重写文学史”的构成和
结果。 王永生等编著的《理论批评史》某种意义上
是温著的对话文本。 温儒敏抛弃了王氏所采用的
新民主主义这一总体性叙事模式，在这个意义上，
温著才是现代文学批评史的开山之作。 它也是最
早把“现代性”这一范畴引入现代文学批评史叙述
的著述。 温儒敏并不放弃呈现历史总体面貌的追
求但悬置了对文学批评史的总体性判断。 总体性
判断的悬置给温儒敏的批评史写作带来极大的便

利。 因为，带有总体性的历史叙事，为求得叙述的
统一性而必对批评家进行列队、编排、裁剪，进而
勾画出一条可见的有某种指向的运动虚线， 最终
以此来印证总体性中蕴含的历史理性与目的论，
这样的历史是“必然性之眼”所见的风景。 而温儒
敏悬置总体性问题，就以写作者的“个体之眼”代
替“必然性之眼”，他就可以采用个案式的体例来
安排他的评述对象，可以采用随物（对象）赋形（批
评特征）的方式灵活处理批评家。而批评家最有个
性的文学主张和鉴赏活动可以不因寻求标准的统

一而被遮蔽或被过分地凸显。 例如，对王国维，作
者着重阐释王国维文学批评所蕴含的 “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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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周作人，则侧重他的“人的文学”观念及随后
的变动，等等。 这样，作者就勾勒了在他看来批评
家最有特征的部分。对周扬，作者观照他一生的文
学批评，而成仿吾，作者只讨论他前期创造社时期
的批评活动。同样是左翼批评家，周扬的批评可以
讨论到 1980年代， 而茅盾在 1949年后的批评则
被忽略。这种对对象看似自由的处理，可以极大帮
助作者凸显对象的批评特色与成就， 彰显叙述对
象最闪耀的思想晶片。
陈平原认为：“所谓‘著述体例’，不仅仅是章

节安排等技术性问题， 还牵涉到史家的眼光、趣
味、学养和功力，以及背后的文化立场等等，不能
等闲视之。 ”［7］《教程》之所以冒着体例不统一的风
险，除了说明著者文学观的宽容与多元外，其实
和作者对文学史总体性判断的悬置有关。 以李健
吾为例， 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在上个世纪 30 年代
的确代表了京派批评家那种审美主义批评的典

范，但是在 1940 年代，逼仄的历史就开始改变作
为批评家的李健吾的审美感觉，社会历史批评的
批评范式开始入侵 1930 年代形成的印象式批
评。 ［8］这种感知模式的变异其实是历史发生异动

的苗头与暗示。 在新民主主义的叙述框架内，李
健吾的变化恰恰可以印证他抛弃了资产阶级的

审美向无产阶级的趣味转变，从而印证“人民文
学 ／无产阶级文学” 终将成为文学史的终极这一
历史必然性。 温儒敏将李健吾定格在审美主义批
评家上，恰恰以一种微妙的方式瓦解了正统史观
带来的书写压力。 温著认为周扬的“异化”论是一
个老革命试图返“（马克思之）本”开“新（时期）”
的最后挣扎，认为他在人道主义问题上将马克思
主义和资产阶级启蒙人道思想接续起来的努力

为新时期打开了文学回归“五四”人学的通道。 同
时也认为周扬的是有历史合理性的革命批评家。
两个周扬都有存在的历史合理性。 如果不是摒弃
正统的总体性叙事（新民主主义），如果不是悬置
新的总体性叙事（启蒙叙事），著者恐怕很难在逻
辑上自我说服。
如果说温儒敏采用了“去总体性”的方式叙

述现代批评史，那么刘锋杰则在 1980 年代的“新
启蒙”思潮基础上重置了另一种总体性。 刘锋杰
的《中国现代批评六大家》（以下称《六大家》）虽

然没有以“批评史”命名，但是作者对批评史有明
确的总体性判断。 作者在“余论”指出：“中国现代
文学批评，是一场没有完成的建构。 ”［9］而之所以

未完成，乃是因为从钱杏邨到胡风这些批评家坚
持“人和文学对政治的服从，故而他们代表之文
学思想的胜利”，使得“中国现代批评不是走向宏
大与精深，而是走向极端与片面”，最终“埋下了
众多现代批评在当代的畸变，乃至癌变”。 ［10］刘锋

杰对现代文学批评史总体判断带上浓重的 1980
年代的色彩， 但是他和 1980 年代构成了既承接
又对话的关系。 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思潮的
“元话语”是“救亡压倒启蒙”叙事模式。 ［11］而他小

心翼翼地析出“救亡压倒启蒙”这一叙事模式遮
蔽的复杂性。 作者认为，周作人自身对自己的“人
的文学”的退却，李健吾对自己的“纯美文学”的
偏离，乃是一种“启蒙的自我瓦解”。 而周扬等则
是从外部瓦解“人与纯美的文学”，这是“革命压
倒启蒙”。 因此，现代文学批评成了未竟之事业。
这样的叙述构架为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留下需

要填补的“空白”，只有填补这一“空白”，才有现
代文学批评的实现。 而这一“空白”并非任何一种
思想都可填上，这是一个意向性的“空白”，只有
“新启蒙”的现代才是合适的填充之物。 这就必然
导出 1980年代“新启蒙”的历史合理性。
刘锋杰认为，“人的轴心”与“文学的轴心”是

近代批评向现代批评转化得围绕的两大轴心。 而
现代批评之所以不同于近代批评的标志就在于

它的批评家提出了这两个标准并付之于实践，无
论是创作还是批评。 在这一理路衡量下，刘锋杰
提出了不同于温儒敏的起点判断，周作人成了有
“起点”意味的批评家。 他的主题不断地被后来者
或片面式地分享或结构性地颠覆并重新表述。 刘
锋杰在勾勒各个批评家的批评思想的轮廓时，都
能围绕着这两个话题来展开：文学该表述怎样的
人，或文学该遵循怎样的艺术规则。 作者评述对
象时能够持比较、联系的视野与历史的观念。 例
如茅盾，作者在讨论他的“人”学思想时，将周作
人、郑振铎并置，这的确可以比较清晰地呈现论
述对象的主张。 更重要的是，作者认为茅盾是在
接过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念时，将它化为更具
体“为人生”的文学，并为此论题带来新的阶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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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 作者在比较了郑振铎、周作人和茅盾的“为人
生”的文学观后，认为只有茅盾的“为人生”的文
学观内在存在使他 “成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同道
者，做好了必要的准备”的意向性结构。 ［12］作者在

叙述批评家自身内在的观念与时代选择之间的

契合时，其实已经暗示了“五四”人学思想的消解
命运。 刘锋杰通过对对象的核心观念 ／表层观念
之间的变动与消长的考察， 看到历史发展的轮
廓。 而这个轮廓恰恰映出的作者在“余论”中做出
的总体性判断：现代批评的未完成性，也就是“五
四”所提出的关于人的方案的未完成性，更是 80
年代“新启蒙”的未完成性。

三、“复数现代性”的阐释路径与潜伏的历史
幽灵

一般认为，20 世纪 90 年代的“现代性”讨论
的后果就是“复数现代性”的发现，以及瓦解了由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命题所建构的文学史观，［13］

全面地改变了“新启蒙”视野下的现代文学观念。
启蒙与革命、传统与现代、民族国家与全球化、思
想创造与知识生产等诸多命题被重新讨论。 由思
想向学术的变化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在 1980 年代
末受挫的心理表征，他们在“新启蒙”被中断后试
图查探并理解历史的复杂性； 另一方面，1990 年
代的学术明显地被纳入了全球化的知识生产场

域。 影响 1990 年代的学术风气很明显有一批侧
身西方学院却活跃于大陆学界的华人学者。 “复
数现代性”扩大了现代文学史叙述空间。 “二十世
纪中国文学” 命题在 1990 年代受指责的原因是
它仍然是一种线性文学史观；这使它成为一种新
压抑机制，排斥了左翼文学实践，确立“西方中心
论”，神话化“五四”等等。 正如 80 年代的文学反
思影响到 1990 年代的批评史写作一样。 上世纪
90年代的讨论影响的是新世纪的批评史著述。新
世纪初，两本文学理论史性质的著作出版：一是
旷新年著《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二部之下
卷；以下简称《学术史》），另一是余虹所著《革命·
审美·解构》。 这两部批评史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上
世纪九十年代现代性反思的产物。
旷新年的《学术史》，无论是体例安排还是所

讨论的话题，都可以发现作者集中讨论的是左翼

文学的话题，作者也没有要掩饰自己的价值立场
与叙述倾向。 20 世纪末，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
争“浮出历史地表”，知识界的分裂自此开始。 各
方不再掩饰自己的主张和立场。 旷新年在自己的
学术写作中，亦深深地渗入自己对历史的价值判
断。 《学术史》设定的话题有：“现代文学观念的演
化”、“文学的定义”、“文学的重新定义”、“现实主
义”、“文学的本质和功能”、“大众化与民族化”、
“新诗理路建设”、“毛泽东文艺思想”、“胡风的文
艺思想”。 这些问题都是基本都是左翼文学的话
题。 大陆当下社会的急剧分化，带给知识分子新
的“阶级”体验，这种体验又唤起他们的左翼文学
记忆；全球化的知识生产，给他们带来重铸左翼
文学的知识合法性。 旷新年认为，左翼文学一方
面是“解构”的文学，它通过重新定义文学，重释
文学的功能，它在反抗资产阶级文学神话；同时
他也是“建构”的文学，它建立自己的霸权，并在
民族国家建立中融入现代官僚体制。 而左翼文学
的这种悖论也是中国的复数现代性之表现。 在旷
新年的阐释框架中，胡风和毛泽东都是对现代性
的悖论有深深体察的思想者，所以“胡风的悲剧
命运并不像通常人所说的那样是反封建的英雄，
而是从一种特定的角度出发对现代性的悲剧思

考和抗争”。 ［14］由于建国后的无论中国文学体制

还是国家政权都迅速地官僚化，同质化，韦伯用
“铁笼” 来形容这种建立在现代治理技术上的官
僚体制， 这种官僚体制对文学中人的观念的影
响，就是把人也看成是抽象的阶级人。 而毛泽东
由于对“现代性矛盾的复杂思考”，“对党八股、教
条主义的批判”， 因而成了胡风的一同反抗现代
性的“理论同调”，［15］而周扬、林默涵等则成为现
代性负面的象征，所以被“官僚主义的天然敌人”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倒”。
旷新年认为， 胡风的悲剧乃是 20 世纪中国

文学的悲剧，因为，新文学的本质其实是一种“民
族国家文学”，民族国家又是 20 世纪中国人从梁
启超开始就追求的现代国家形式。 而作为“民族
国家文学”的“现代文学”必然带上悲剧性的撕裂
品质，因为，作为民族国家文学，它要为民族国家
提供关于人的意识形态来构建民族国家，另一方
面，它又要以“文学的感性”去反抗民族国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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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化”的官僚机器所象征的“现代性”的牢笼。 这
是一种既建构现代性又反抗现代性的悖论结构。
而胡风和毛泽东都是这样和现代性矛盾抗争的

悲剧英雄。 这也是为何旷新年要死死地抓住现代
文学的“民族国家文学”的本质，并将毛泽东和胡
风的文艺思想单列作为最后两章。 旷新年对“左
翼传统”的阐释，其意旨应该不是要为教条化的
左翼文学正名，而是要从教条化的左翼文学中拯
救“左翼文学”。 因为左翼文学已经被“驯化”，［16］

因此需要恢复左翼文学的反抗与批判功能，为当
下的知识与文学批判寻求“传统”，建构历史的合
理性。 旷新年一方面用“历史化”来消解“五四”资
产阶级文学观的的永恒性，一方面又以“非历史
化”的方式来阐释“左翼传统”，恐怕这是他自己
也没有意识到的矛盾。 旷新年不仅利用“复数现
代性”拯救了 1980 年代声名狼藉的“左翼文学”，
而且，通过“复数现代性”重新叙述了现代文学的
知识系谱， 这一叙事模式本身就是对 1990 年代
以来“中产阶级文学叙事”的反抗。
已故的余虹教授所著 《革命·审美·解构》也

描述了 20 世纪文学理论演变史， 他把左翼文学
和审美人道主义文学视为中国现代文学之 “现
代”的两面。 著者将 20世纪的文学理论的演变勾
勒了两条线索，一是开启于梁启超的文学工具主
义线索， 一是起端于王国维的审美自主论传统。
两者的冲突都是现代性文论之间冲突，而不是先
进 ／落后、革命 ／反动、现代 ／古代之争。 文学工具
主义在“五四”后融进中国现代的政党政治实践
而演成“革命文学”，并随着政党政治的发展而先
后表现为“主义”话语、“政策”话语、“领袖话语”
三个阶段与形态。 它的强势与衰败和政党政治的
生态紧密相关。 审美自主论的内在理路是个人主
义与自由主义，它不可能有集团式的抗争。 在余
虹看来，审美自主论之所以无法抗衡革命文学话
语，除了言论制度等原因，还有就是“有效地质疑
现代性必须有一种后现代性思想，而审美自主论
的思想资源仍是现代性的（亦即一种意识形态反
抗另一种意识形态）”。 ［17］最后一点才是作者所着

重论述的。 审美自主论在 80 年代的复兴而成为
中国现代性冲突的主导方面，也是和政党政治疏
离文学工具主义有关， 而非源自自身的逻辑力

量。因此，这是一种“颠倒”，而非“终结”。 “‘终结’
有赖于从根本上抽取其基础”， 而要抽取其基础
只有“跳出现代性话语的形而上信念才有可能。 ”
［18］以余虹之见，现代性话语的标志就是它们都是
一套建立于科学的意识形态话语， 而 80 年末对
文学现代性的瓦解在两个路径上展开：一个“解
构‘自我’”，使得作为审美自主论的“元话语”人
道主义成为虚幻，另一条路径是“解构‘现实’”，
从而瓦解了文学工具论的真理性。 两种质疑都指
向现代性的形而上学基础：即历史理性和语言理
性。 历史理性认为通过目的论来构建现实主义叙
事中的“现实”，而语言理性则相信语言可以再现
自我与世界。 瓦解了历史理性与语言理性，由现
代性话语构筑的文学与世界的确定性链条出现

了松动甚至断裂。 文学理论由“大理论”变成了
“小批评”，“其理论的启示性源泉不再是作为科
学意识形态的元话语，而是不确定性的偶发性文
学经验和自身不断受到质疑的‘小批评’”。 ［19］但

是，这种“小批评”形式存在的文学理论话语，在
风行一时后也被质疑。 因为它使文学走向了审美
形式主义和神秘主义。 “文学”和“历史”之间的关
联断裂后，但是“历史”依然还在显示它的意欲和
走向。 这样，“小批评”式的文学理论受到当初他
们自己的倡导者如王家新的质疑。 一种“奥斯维
辛之后的诗学”作为重构“文学”与“历史”的关联
的方案提出来。 它的提出，是“为避免‘一元决定
论’或‘虚无主义’的两极摇摆”。 ［20］

无论是旷新年的左翼文学路径，还是余虹在
后现代语境中对“奥斯维辛之后的诗学”的暗赞，
都是在“现代性”遭到质疑之后的理论话语重建
实践。 旷新年将目光投向文学史上反抗的文学，
而余虹在叙述文学理论的范式变迁：现代性内部
矛盾的演变到现代性终结，到文学理论的后现代
性的出现。 这样的叙述模式最后带出了“奥斯维
辛之后的诗学”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两者都是对
百年之前的启蒙之未竟事业的回应。 那未完成的
现代依然以幽灵的形式潜伏于知识人的言说冲

动之中。

结 语

新民主主义叙事不是纯粹的历史知识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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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种总体性。 因为，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历
史哲学的方法论。 在人类社会的几个阶段的辩证
替代过程中，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成了可以把握这
中历史总体性的力量。 史前时代的所有阶级都只
能片面地理解历史与自身的命运。 他们是必然性
的表象，碎片，是历史朝向终极目的运动最终实
现自身的必要的阶段。 而新民主主义就是这样的
有本土特色的历史主义话语。 然而，这套终极话
语在 1949 年后的实践中走向衰惫倒是很符合辨
证法哲学。 王永生主编的批评史内部结构的分裂
感，旧模式与新的历史内容之间的不协调，以及
试图维持作为“元话语”的新民主主义叙事的勉
强，都说明这一总体性的衰落。 毕竟作者所处的
是 1980年代。
在这样的总体性叙事衰落之后，建立在新的

总体性叙事基础上的批评史是否还可能？ 温儒敏
摒弃了这样的叙述结构和判断。 刘锋杰和他相
反，在 1980 年代“新启蒙”话语的基础上，他在自
己的批评史中重申了自己的启蒙主义的文学观。
从短历史的角度看，启蒙主义框架中的历史叙事
也是一种带有总体性品质的叙述模式。 因为它也
是有浓厚价值判断色彩的历史主义之一种。 因
此，它也遭到新的知识范式的攻击。 旷新年和余
虹都是在“复数现代性”的视野中探讨现代文学
理论的问题，旷新年借用了西方左派（从老左派
葛兰西到新左派马尔库塞）观念激活已经声誉不
再的左翼文学，激活现代文学的反抗气质，他要
攻击的恰恰是 1980 年代建立的启蒙话语和纯文
学观。 而余虹则视从晚清到“新时期”的文学理论
冲突为现代性内部的话语争斗，它们无法终结彼
此，只有后现代观念瓦解它们的形而上学基础之
后，才谈得上现代性的终结。 文学现代性的终结
也为文学与世界的关联带来脱节的风险，余虹因
而提出 “奥斯维辛之后的诗学”， 以重建文学与
“历史”的关系。 这两种努力都表明：现代性固然
可以终结，而现代所追求的事业于我们仍是未竟
之业。 这一陈述还可以这样说：作为时间的 20世
纪已经过去，但作为问题的 20世纪尚未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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